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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理解中国战胜农村贫困的百年实践，需立足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脉络；读懂中国特色减贫思想，

需紧扣中国减贫的价值理念，把握中国减贫实践的历史逻辑、制度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中国消除农

村贫困主要经历了 5个阶段，即初心与使命驱动下的革命式减贫阶段、制度保障下的救济式扶贫阶段、深化

农村改革下的开发式扶贫、市场化导向下的培育内生动力减贫阶段，以及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阶段。各

历史阶段的减贫战略，在思想与理论上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减贫理论与实践探索的融合、发展与创新。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思想，既是历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减贫思想的继承与发

展，也是在农村减贫实践探索中的重大创新，且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相适应。中国消除绝

对贫困、实现全面小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村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中的带动力量，但更重要的是探索出了

融合“理论、理念、制度和机制”为一体的综合性减贫体系，即创新发展了中国特色的减贫理论，始终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指引，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构建了“政府、市场和社会”多方联动的减

贫机制，从而形成了值得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借鉴的“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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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①，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美好社会理想。

从先秦诸子百家倡导“大同”“仁爱”“民本”“小康”的传统理念，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精准扶贫的伟大实

践，这背后都蕴含了中华民族对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向往和追求。党的十八大确立了“两个一百年”

的奋斗目标，一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年时建成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年
2月 25日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

面胜利。这标志着中国如期高质量完成了第一个“百年目标”，正向着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

中国历来是个农业文明古国和农业大国，农民是中国贫困群体的主体，中国能如期消除贫困主要得益

于农村减贫的决定性成就。建党初期，农民占全国人口的 80%以上，所以中国的贫困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

一种农村贫困现象，贫困治理的任务主要集中在农村。城市贫困人口相对农村较少，治理难度也较小，城市

贫困治理主要以“三无人员”②为帮扶对象，治理手段以社会救助与政策兜底为主，减贫途径和减贫模式较为

单一。为此，本文立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演进历程，主要探讨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并且，回顾与总结党领

导人民战胜农村贫困的奋斗历程和经验，既可以深刻认识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历史脉络，也有利于理解马

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创新与发展。不仅可以读懂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思想产生的渊源，而且可

以深刻领悟消除绝对贫困后，中国减贫思想与理论的演进方向与未来重点，以期为国际减贫贡献中国智慧。

一、中国战胜农村贫困的百年历程与减贫成就

中国减贫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减贫成效突出、提前 10年完成《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③的国家。相关研究表明，从 1990年到 2011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从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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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下降到 10.1亿，减少了 9.1亿，其中 6亿多来自中国，中国在此期间的极端贫困人口减少数量占全球减贫数

量的 2/3（胡联等，2017）。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④，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

的减贫道路，实现了绝对贫困人口的全部脱贫，从温饱走向了全面小康，积累了丰富的减贫经验。为此，回

顾中国战胜农村贫困的伟大成就，需要将建党、建国、改革开放和党的十八大以来 4个重要历史时期串联起

来考察，进而厘清中国战胜农村贫困历程中承继创新的理论思想和发展逻辑。

（一）1921~1948年：初心与使命驱动下的革命式减贫阶段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党始终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民生问题，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

裕作为主要目标和任务。100年前，中国还处在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改变当时

穷困潦倒的悲惨境地，中国共产党人全面、客观地分析了国内外发展形势，明确了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废除

长期剥削、压迫和奴役人民的封建制度的革命目标，肩负着领导人民群众改变穷困潦倒的制度环境、战胜贫

困的历史使命。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为基础，秉承“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发展”的初心与使命，为减少农村贫困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经济和民生政策，形成了早期以人的自由而全面

发展的减贫思想。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从农村的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清楚地认识到农民的土地问题是解决中

国农村贫困的根本问题，逐步形成了通过帮助农村人民发展生产的方式，改善农村贫困大众的生活。土地

是农民主要的生产资料，党领导人民在井冈山地区和敌后根据地通过废除封建土地制度，领导人民打土豪、

分田地，推翻地主所有的土地制度，建立起了农民所有的土地制度，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生产发展的积极

性。1928年 5月至 7月，边界各县掀起分田高潮，年底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1929年 4月，又制定和颁布

了《兴国土地法》，毛泽东同志将《井冈山土地法》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

级的土地”。1931年 2月，毛泽东同志又修改《井冈山土地法》中关于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的

规定，肯定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本书编写组，2021）。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轻徭薄赋，践行了“耕者

有其田”的理念。这个阶段实行土地革命符合当时中国农村实际，也是解决农民吃饭生存问题的正确选择。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行的土地革命政策，彻底铲除了封建性的地权与财权，从基本制度上保护了人民

的根本利益，使当时的农民脱离地主的掌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的自我贫困，为中国摆脱贫穷落后、实

现繁荣富强扫清了障碍，为党领导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根本的政治条件。这个阶段的减贫思想，一

方面体现了“人民利益”优先的群众观，并确立了让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彻底消除贫困问题的制度前提；另一方

面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减贫思想的求真务实，根据当时农村贫困发展现状，抓住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土地

问题的关键，带领人民群众发展农业生产，组织和发动边区人民参与劳动和生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

性，有效解决了困难群众的温饱与生存问题，为早期的减贫救济工作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

（二）1949~1978年：制度保障下的救济式扶贫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彻底改变中国农村积贫积弱的境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

代中央领导人在广泛调查研究中国国情基础上，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宗旨目标。并在马克思主义反贫

困理论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消除贫困的治贫之道。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消

除了私有制社会制度导致的“社会贫困”问题，有效破解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经济根源和阶级属性。马克

思认为，资本积累的一端是财富的积累，另一端则是贫困、被剥夺、劳动折磨、受奴役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这

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趋势（马克思，1975）。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资本无偿占有剩余价值，

这是贫困的基础。资本主义为了再生产进行的资本积累则是贫困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可见，马克

思的反贫困理论解释了“无产阶级的贫困是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后果”⑤，这为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克

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减贫发展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面对一穷二白的社会发展现状，为了解决普遍性的生存贫困，中国共产党在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基础上，明确了变革生产关系和解放生产力是解决农村贫困的关键。为了解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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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农村居民的极端贫困问题，党和政府在 195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地主阶级的封

建剥削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将大约占全国耕地面积 43%的土地和大部分生产、生活资料分配

给了无地的农村居民，实现了中国 3亿农村居民“耕者有其田”的使命，从而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成为了中国

农村特色减贫思想的起点。1956年农村“三大改造”完成，预示着我们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起了社

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了剥削制度，消灭了农村不平等的社会结构。

农业自古以来就被视为国之根本，土地改革通常被认为是最为根本的减贫政策（周其仁，1995）。此外，中

国共产党带领农村人民大力发展生产，全面推广农业技术等系列农村农业发展措施，改善农村的交通、水利、

饮水、电力和公共卫生设施等基础设施。经过系列促进农村发展的政策，中国粮食生产从 1949年的 1035千
克/公顷增加到 1978年的 2528千克/公顷（郑继承，2020）。粮食的增产增收，极大地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国初期普遍贫困和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问题。这期间，中国建立起了由近 6万个乡镇、县级以上营业机构和

35万个生产队信用站组成的农村金融服务网。1952~1978年间，农村信用社累计为农民提供农业贷款 1373.5
亿元⑥，为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生产与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和资金保障。与此同时，为了缓解学龄儿童入

学、看病就医等民生问题，中国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允许私人办学、鼓励提倡集体办学，学龄儿童平

均入学率大幅提高，在校小学生规模从 1949年的 2439万人，增加到 1975年的 1.5亿人。在校初中生规模从

1949年的 83.2万人，增加到 1978年的 4995.2万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1950年的 1.79年，提高到改革开放初

期的 5.74年⑦。不断完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络体系，生产队卫生员、农村接生员等医疗人员队伍不断壮大。

相关资料显示，1958~1978年间，农村地区专业卫生技术人员占同期全国卫生技术人员的比重高达 53%~
70%⑧。乡村医院、赤脚医生等为代表的医疗卫生体系，成为了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农村医疗资源紧

缺的有效方式，大批的赤脚医生有效防控了农村的疟疾和寄生虫病等疾病的传播，农民体质大大增强，平均预

期寿命从 1960年的 43.7岁提高到 1978年的 65.6岁（王小林，2019）。社会保障体系方面，“五保”供养制度⑨逐

步建立，保障了最底层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需求。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的救济式扶贫，为后期中国

农村减贫积累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为后一阶段大规模减贫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三）1979~2000年：深化农村改革下的开发式扶贫阶段

1979~2000年间，中国农村经历了从体制改革下的扶贫（1979~1985年）到有计划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

（1986~2000年）的转变。这一时期是中国战胜农村贫困的关键衔接阶段，主要任务是从解决普遍性贫困转

变到区域性贫困，表现出了渐进性调整减贫战略的阶段性特征，建立起了农业发展与开发式扶贫协同推进

的扶贫战略构想，有效解决了农村居民的温饱难题，为新时期实现全面小康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进入

了更加规范、有序的贫困瞄准和减贫发展阶段。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集体经济发展，贫困人口

逐渐减少，但处在贫困线以下人口占比仍然较大。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按当时人均收入 100元的贫困线

标准，中国贫困发生率为 30.7%，贫困人口规模为 2.5亿人。按照现行 2300元（2010年价格）标准估算，1978
年中国贫困发生率高达 97.5%，贫困人口规模为 7.7亿人（表 1）。为解决当时的普遍贫困问题，党和政府确

立了深化农村改革下的开发式扶贫方针，改变了“输血式”救济为主的扶贫方式。

一方面，通过全面启动的农村改革，实施从人民公社制度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转变，赋予农村居

民生产发展的自主权，释放了劳动生产力。党领导下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

化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新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在无产阶级共享生产资料的前提下，只有不断发展

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才能够减少贫困”的反贫困理论的中国化。1980~1985年间，中国农村农业年均增长速

度高达 9.3%，接近甚至超过了同期社会总产值增长速度。农村社会总产值从 2795亿元增加到了 6340亿元，

农村人均年收入从 191元增加到了 397元⑩。另一方面，为了整合扶贫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党和政府于

1986年成立了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正式开启了系统性、规范性、有组织的开发式扶贫，建立

了以县为单位的目标瞄准机制。中央政府按照人均年收入 320元标准确定了 664个贫困县，贫困县分布在

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占全国总县数的 1/3。农业发展带动了农村居民增收脱贫，政府有组织的开发式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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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确立了以县级为单位的扶贫发展模式。

此外，为了能在 20世纪末基本解决 8000万人的温饱问题，1994年党和政府提出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

计划》，建立了东西部协作扶贫机制，推行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定点扶贫和多渠道参与扶贫模

式，从政治和战略的高度将扶贫开发摆在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经过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国定贫困县农村

居民人均纯收入大幅增加，贫困发生率从 1985年的 14.8%下降到 1993年的 8.2%⑪，再降到 2000年底的 3.5%，

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减少到 3209万人（详见表 1），标志着中国解决了 2亿多贫困人口的温饱

问题，这是中国历史上和世界范围内都了不起的成就。并且，到 2000年底，农村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改善，适

龄儿童辍学率下降到 6.5%，95%的行政村能收看到电视节目，群众文化生活得以显著改善⑫，部分生活指标

接近或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农村改革下的开发式扶贫有效解决了中国农村历史上食不果腹的普遍性贫困难

题，贫困人口基本实现了温饱，为新时期全面小康奠定了基础。

（四）2001~2011年：市场化导向下培育内生动力减贫阶段

进入 21世纪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化，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在加入世贸组

织后不断加强，这些宏观环境变化将中国农村减贫工作重点和任务推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更加强

调提升贫困群体的可行能力，将培育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作为了农村减贫的重点方向。这一时期，虽然尚

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数量不多，但脱贫难度越来越大，部分已经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离小康标

准还存在一定差距。在这个阶段，收入贫困已经不再是农村面临的主要问题，随之出现的贫富差距日益扩

大、城乡差距扩大、资金和项目投资减贫效率低下、区域性瞄准的减贫效率下降（都阳、蔡昉，2005），以及群

体性贫困日益突出，成为了农村扶贫工作的主要障碍和影响因素。为了解决当前中国农村减贫中的现实难

题，国务院于 2001年 6月 13日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明确指出，通过发展生产力，

提高贫困农户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这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根本出路，也是反贫困工作必须长期坚持

的基本方针⑬，开启了通过市场化机制培育内生动力实现减贫的战略模式，中国的减贫也从解决温饱为主转

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提高发展能力的新阶段。

以市场化导向为核心的扶贫理念中，主要依据贫困地区原有资源的比较优势，在注重当地的资源保护、

生态资源和人居环境建设基础上，科学开发以实现地区贫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兼顾了地区减贫与人的可

持续发展。为此，政府在培育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发展中的主要责任，一是体现在提供基础设施、基本的公共

服务和维护农村农业市场发展秩序，二是体现在政府强大的组织、动员和调配资源的能力方面。党和政府

在以“四减免、四补贴”⑭为代表

的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基础上，

将贫困地区农业灌溉、生产性

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卫生、文

化等公共服务事业一并纳入了

减贫工作范畴，强调了将减贫

与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相

协调，着力提高贫困人口享受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基础设施

的机会，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

质量。这期间，在系列惠农政

策和市场化导向减贫战略下，

农 村 贫 困 人 口 从 2000 年 的

9422 万人减少到 2010 年底的

2688 万人（2008 年贫困标准，

表 1 1978~2019年中国农村贫困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年份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1978年标准

贫困人口
（万人）

25000
22000
12500
8500
6540
3209
2365

贫困发生率
（%）

30.7
26.8
14.8
9.4
7.1
3.5
2.5

2008年标准

贫困人口
（万人）

9422
6432
2688

贫困发生率
（%）

10.2
6.8
2.8

2010年标准

贫困人口
（万人）

77039
76542
66101
65849
55463
46224
28662
16567
12238
9899
8249
7017
5575
4335
3046
1660
551

贫困发生率
（%）

97.5
96.2
78.3
73.5
60.5
49.8
30.2
17.2
12.7
10.2
8.5
7.2
5.7
4.5
3.1
1.7
0.6

全国农村

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133.6
191.3
397.6
686.3
1577.7
2282.1
3370.2
6272.4
7393.9
8389.3
9429.6
10488.9
11421.7
12363.4
13432.4
14617.0
16021.0

实际增长率
（%）

19.9
7.8
1.8
5.3
2.5
6.7
11.4
11.4
10.7
9.3
9.2
7.5
6.2
7.3
6.6
9.6

注：全国农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以 1978年为基期，实际增长率以上一年为基期。
数据来源：1978~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来源于各年度的《中国住户调查年鉴》；1978~2012年的农村贫

困人口与贫困发生率数据根据历史数据按照 2010年最新贫困标准（2300元）推算获得，原始数据来自国家
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相应年度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其余数据均来自《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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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表 1），贫困发生率也从 10.2%下降到了 2.8%。如果按照 2010年调整后的贫困标准测算，农村贫困发生

率从 2000年的 49.8%下降到 2010年的 17.2%，农村 10年间的贫困发生率下降了 32.6%。农村人均可支配收

入从 2000年的 2282.1元上升到 2010年的 6272.4元，增长了近 4000元，实际收入增长率也从 2.5%提高到了

11.4%的高增长水平（吴国宝，2018）。可见，这一时期的减贫战略，更加注重以地区和人的发展为核心的“造

血式”扶贫，明确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形成了政府与市场相互联动的减贫机制，是一种

针对性更强、瞄准性更精细化的减贫发展思路，其目的在于通过市场机制培育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力，为

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理念奠定了前期基础。

（五）2012~2020年：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创新减贫发展模式，把脱贫攻坚摆到了治国理政的重

要位置，把扶贫开发纳入到了国家总体发展战略，采取了系列超常规、原创性的重大减贫举措，开创了新时

代精准扶贫新局面。这期间，党和政府结合当前经济发展结构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特别重新强调了在政

府主导与统筹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注重解决制约贫困地区发展和扶贫资源分配

的突出问题，最大限度激发贫困人口脱贫的内生发展动力。2014年 1月 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公开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将中国农村减贫推进到以“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实现了从巩固温饱成果向综合解决脱贫人口可持续发展需求的转变。习近

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思想，从注重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转向了“两不愁三保障”⑮的多维福利发展，将农

村卫生设施、饮用水、住房、医疗、教育和公共文化等作为减贫的核心任务。

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减贫理论的原创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

中国化的成功实践。习近平指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各地都要在扶持对

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上想办法、

出实招、见真效。”⑯精准扶贫作为新形势下立足农村现实、顺应时代发展需求的一种创新性减贫模式，是中

国共产党反贫困思想与理论的重大创新。精准扶贫思想通过解读“四个问题”核心要义、明确“五个一批”重

点任务、创新“六个精准”重要思想⑰，构建了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共抓扶贫的大格局，凝聚了国际国内

社会各方扶贫力量。例如，精准扶贫期间，党和政府实施东部 267个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 434个贫

困县的结对帮扶，加强 320个中央单位定点帮扶 592个贫困县，军队和武警部队定点帮扶 3500多个贫困村，

以及开展“百县万村”、“万企帮万村”帮扶行动等（黄承伟，2017）。

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开启了从扶贫对象识别到帮扶责任人和脱贫考核全过程精准化扶贫。党和政府

共选派了 77.5万名干部驻村帮扶，中央组织部开展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工作，选派 19.5万名优秀干部到贫困村

和基层党组织薄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⑱。扶贫对象也经历了从被动扶贫到主动参与，从甘愿贫困到主动脱

贫，更加注重对贫困人口的“志智双扶”，从物质扶

贫转向了精神扶贫，从单一和有限的政策向多管齐

下的综合性减贫措施转变，取得了显著的减贫成

效。按照 2010年贫困标准（表 1），中国农村贫困人

口由 2012年的 9899万人，减少到 2019年的 551万
人，贫困发生率下降了 9.6个百分点，并在 2020年实

现了全部脱贫。2012~2019年间，农村居民人均年

可支配收入从 8389.3元增加到了 16021元，年均增

长率为 8.3%。与此同时，贫困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

从 2012年末的 6039万人减少到 2019年末的 362万
人（见图 1），年均减少近 811万人，2019年末贫困地

区农村贫困发生率较 2012年的 23.2%下降了 21.8个
图 1 2012~2019年贫困地区农村贫困变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2020）》，经作者整理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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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点（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2020），减贫的速度和成就走在了全球减贫事业的前列。

二、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创新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贫困的百年探索，经历了从实践到经验总结，从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认识的

过程。中国特色减贫理论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贫困思想的坚持、继承和发展，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思想从形成、发展到创新的科学内涵。要读懂中国的减贫奇迹，必然要了解中国战胜农村贫困的

真实原因，解读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的思想渊源。

（一）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最早从制度层面解析了资本主义贫困问题，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困问题的根源与

本质。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以及劳动与财富的分离，是私有制社会贫困问题的根源（马克思，

1975）。按照马克思关于贫困根源的论述，消除贫困的根本出路在于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中雇佣关系下的剥

削制度。通过对无产阶级贫困问题的长期关注，马克思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对

立与冲突，站在劳动者角度从制度层面揭示了贫困问题的真实原因。无独有偶，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处

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欺压现象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

斯，1972）。在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思想的传播与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在封建制度下中国农民处在

贫穷落后的悲惨境地，其根本原因在于不合理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必须从制度上消除造成农民贫困落后的

根源，这是中国农村特色减贫思想的起点。

（二）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的形成

研究和探讨中国减贫思想的形成，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农村的减贫思想在开始之初

就遵循了马克思主义贫困思想。1921年，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探讨中国农村

贫穷落后的生产与发展之道，谋求通过变革社会制度从根本上消灭贫穷落后的社会现状。中国共产党早期

的反贫困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战胜农村贫困过

程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成果。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始在旧制度的变革上

进行了初步探索，毛泽东同志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相关思想，对中国

为什么存在贫困、怎样消除贫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长期探索，对中国社会贫困的根源做出了科学判

断，对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中的减贫实践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形成了系列中国化的减贫思想和主张。

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扎根农村，通过土地革命与根据地经济建设推动减贫，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形式和

中国农村现状的准确把握，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化的具体体现。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

共产党》中指出：“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少见的”，点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消除贫

困和不自由，改变社会现状的发展使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取得革命胜利，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制度

是消灭贫穷的根本制度保障。

马克思论证了共产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性，提出共产主义制度，全面否定了资本主义制

度，构建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消除贫困，实现人类共同富裕的反贫困目标。受制于时代条件限

制，马克思、恩格斯只提出了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但并未对此展开系统论述或实践探索。社会主义制度

可以消除贫困，但是，中国的发展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即生产资料积累不足或生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贫

困具有阶段性特征。当前，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彻底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

标和任务，就要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只有认清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读懂社会主义本质及

其内涵，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各阶段贫困治理的发展逻辑。社会主义制度有其自身的优越性，但我们还处在

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所以应该根据不同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特点和目标进行扶贫战略的调整与完

善。相比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减贫思想，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减贫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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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减贫思想，而且根据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中

国化，从而逐步形成了更适合于指导中国减贫与发展的特色减贫理论。

（三）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的发展

走中国特色减贫发展道路，需要立足中国基本国情，深刻把握减贫发展脉络和全面小康需求。马克思

将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贫困的根源界定为生产过程中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的分离，劳动者贫困源于资本、

地租和劳动者的分离，即生产资料的贫困（马克思，1963）。1951年 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互助合

作会议，在农民中提倡“组织起来”，通过发展农民互助合作实行农业社会化大生产，消灭富农经济和个体经

济制度，引导和探索农村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1956年农村“三大改造”完成，预示着我们消灭了生产资料

私有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了剥削制度，消灭了农村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毛泽东同志指出“如

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

的”⑲。为此，党和国家进一步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通过重工业化和集体经济合作化实现农村减贫的战

略构想，为中国战胜农村贫困奠定了早期的减贫理论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中国特色的减贫理论还处在萌芽与形成阶段，且主要以政府保障、财政补

贴、实物救济为主要手段。早期的减贫模式主要通过人民公社实现的社会保障，通过人民公社建立起来的

“五保”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赤脚医生、保健员等为主体的合作医疗制度）、公社的工分制度和特殊的

“返销粮”措施⑳等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问题，对生活困难、残疾和独居等贫困社员提供了基本的救济和

保障。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中国社会处在一穷二白的境地，生产资料不足是一种普遍现象，短时

间内很难实现全民发展，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很难实现生产资料的快速积累，所以发展集体经济，充分利

用有限的生产资料有其历史必然性。这一时期，扶贫工作思路和方式相对单一，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

和无息或低息贷款，从而发展形成了救济式减贫思路与发展战略，初步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

普遍性生存贫困问题。这一时期的减贫思路很大程度上消灭了由经济制度不平等产生的阶级贫困，为中国

在落后农业国基础上加速进入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虽然人民公社和合作社生产方式在

当时对农村居民来说不是最优的减贫增收选择，但在生产关系上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且符合中国农村当

时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既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又能理顺生产关系的制度安排。但这种制度不能调动农民

的生产积极性，且产出与分配之间不匹配，生产效率较低，从而推动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

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生与发展。

1978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农村减贫也随之进入探索、发展与创新关键时期。邓小平明确指

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随着经

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形成了“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贫困治理格局，实现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极大缓解了农村在 20世纪 80年代上半期的普遍贫困问题，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

1978年的 2.7亿减少到 1985年的 1亿人。经过一段时间经济发展和生产资料积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

盾发生了新的变化。党和政府结合当时经济体制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认识到了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

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这一现实问题，从而提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

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减贫与发展思想。其核心要义是，有条件的地方先

发展、发展快一点，从而带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先富带动后富脱贫，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构

想。当然，这个阶段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起步阶段，有其发展的特殊性，贫困人口众多但贫富差距尚不严

重，发展才是真正改变中国贫困面貌的硬道理，通过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带动减贫符合当时解决

普遍贫困的社会需求，此时的减贫发展战略更多注重依托整体经济发展自发解决贫困问题为主的阶段。

这一时期的发展，摒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形式上的按劳分配和平均主义分配现象，在特定阶

段一定程度上允许收入差距扩大。加上这个时期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促使了居民的收入总水平提高。允

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多数地区和多数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先富带后富、实现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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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富裕的战略构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把握发展时机，解决贫困问题的创新构想，是中国战胜

农村贫困达到小康社会阶段性减贫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

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调动全体民众的劳动积极性。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

论指出，商品和收入源于劳动，减少贫困和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尊重劳动和创造，所有生产要素中，唯有劳动

创造价值，劳动的价值由分配来补偿。为此，“先富带后富”的减贫发展战略，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走上了以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道路。可见，中国特色减贫思想的发展，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和收入分配理

论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社会主义根本问题比较全面、完整的回答，其目的就是领导人民摆脱贫困、实现共

同富裕。

（四）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的创新

中国特色减贫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研究对象的重大创新。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关注的

是无产阶级贫困现象，提出了消除无产阶级贫困的科学构想。相比而言，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发展实际出

发，科学阐述了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根源，是对马克思无产阶级贫困思想的突破和创新。以毛泽东同志为

核心的第一代共产党人从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出发，创造性地将贫困问题与中国农村发展结合起来。建

党初期，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则是土地。只有帮

助贫苦农民解决了土地问题，解决了农民吃上饭、吃饱饭的现实需求，中国农村才可能实现进一步的发展，

从而开启了革命式减贫的探索与创新。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农村贫困过程中，充分认识到反贫困工作中人民群众主体性的关键作用，率

领人民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依靠人民群众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从而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真正

实现了人民的当家作主。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

论的重大创新，是后来中国取得减贫奇迹的政治前提和根本制度基础。1955年，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明确地

提出了“共同富裕”理念，并将其阐述为“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

来”。创造性的将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作为党领导人民战胜农村贫困的目标，赋予早期中国农村减贫思

想丰富的科学内涵。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在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基础上，主张在改革、开

放和发展的进程中消除贫困，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初期，党领导人民从农村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逐步向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推进，先后制定了加快农业发展和大规模开

发式扶贫等系列减贫战略，书写了一部党领导农村居民从“温饱”到“全面小康”的辉煌脱贫史。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认为，人类最终要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其根本在于关心人的利益和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九大宣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

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马克思主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扶贫、脱贫的最高准则和根

本目标，最大限度地凝聚中国力量。习近平新时代的精准扶贫思想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实

现新的历史性飞跃，以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归宿，“以百姓之心为心”，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根本宗旨，突出了贫困主体参与脱贫的积极性，强调了发挥贫困群众主体作用，增加贫困群众参与发

展、共享发展、自主发展的能力，创新采用了生产奖补、劳动补助、公益岗位等多元化减贫方式，激励贫困群

众依靠劳动创造幸福，绘出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的新篇章。

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思想，创新发展了“志智双扶”的精神扶贫、文化扶贫、教育扶贫等多种减贫模

式。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贫困根源界定为资本、土地和劳动者的分离，贫困的来源是生产过

程中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的分离所致，是典型的生产资料贫困，从而衍生出了生活贫困、精神贫困和文化贫

困等系列问题，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贫困与消除贫困的实践提供了思想基础。理论的价值在于实践，学习

的目的在于运用。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思想基于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除了强调对贫困人口的物质与

经济帮扶，还强调了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在保障贫困人口基本生活需求基础上，送温暖、送信心，有效

中国战胜农村贫困的百年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

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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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了贫困居民的志气，开创了培育脱贫人口可持续能力的“志智双扶”减贫模式。摆脱贫困需要智慧，精

准扶贫提出了贫困地区发展教育要先行的思想，提出了发展乡村教育，绝不能让乡村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

教育扶贫战略。教育扶贫使贫困家庭孩子接受到了更好的教育，改变了贫困家庭的贫困思想，有效阻断了

贫困的代际传递，这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关于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关心人的利益和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思想的中国化与实践的创新。

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重大创新，体现了习近平在长期实践工作

中对农村贫困问题的深入思考。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思想，将政府和官员减贫成效作为考核标准，开启

了“以党建促脱贫”的全新模式，把脱贫攻坚与基层治理体系融合，发挥了极强的行政动员能力与高效统筹

作用，创新构建了党组织统一领导、各类社会团体和贫困主体积极参与的脱贫攻坚合力，且在“政府、市场和

社会”多方资源整合、协调和使用等方面进行了突破性变革，有效解决了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基础治理的政府

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使社会的再分配资源被高效地运用于扶贫发展的领域之中，进而增强了经济发

展的减贫效应（王雨磊、苏杨，2020），探索出了最符合中国农村现实的减贫模式。可见，习近平新时代精准

扶贫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民立场，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并将其构建成一

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制度体系，形成了内涵丰富、思想深刻、体系完整的中国特色减贫理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农村贫困的过程中，通过把握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特征和趋势，不断总结扶贫

实践中的经验，抓住了农村贫困中的典型特征，既是减贫思想与理论上的一脉相承，也是减贫理论与实践探

索的融合、发展与创新。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创新了中国农村系统化减贫模式，更新了教育扶贫、产业扶

贫、金融扶贫、易地扶贫等新发展模式。精准扶贫重要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一方面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另一方面离不开“共同富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初心和使命。其中，“共同富裕”根本原则

是精准扶贫思想产生的理论源泉，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是精准扶贫思想产生的现实需求，是党

的十八大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实际做出的重大决策。可见，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思想是在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立足于农村的具体问题、经验与智慧，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反贫困理论，在扶贫实践中总览全局、协调各方，调动各方资源合力推动减贫，这不仅继承了历任中国共产

党人的减贫思想，而且不断发展和创新了中国特色的减贫理论体系。

三、减贫的中国方略：“四位一体”的综合性减贫体系

中国的反贫困工作经历了长期曲折的过程，不同时期的减贫目标、扶贫模式和扶贫重点存在差异。中

国减贫实践的阶段划分与减贫思想的发展进程是基本对应的，不同的减贫探索阶段，因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环境、改革进程、主要特征和贫困状况的不同，减贫思想与战略导向也随之调整。事实上，中国战胜农村贫

困在各个发展阶段不仅与当时的经济条件有关，在理论基础与减贫理念上也是相互补充的，是减贫实践探

索与减贫理论创新的统一，是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原创性成果。

国际社会和学术界一直存有“为什么中国能够甚至只有中国能够在短时间内创造减贫奇迹？”的争论。

现有研究通常以特定阶段的减贫指导方针、政策文件或关键历史事件为依据分析中国取得减贫成效的原

因，这样的研究视角富有启发意义，也具有战略高度，但弱化了各阶段减贫实践探索与减贫思想之间的内在

联系，没有从历史思维、理论基础、减贫理念传承等全局视角，探析中国战胜农村贫困过程中减贫理论体系

的演进和创新。本文认为，中国战胜农村贫困主要有 4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减贫理论上，在马克思主义反

贫困理论中国化基础上，吸收与融合了国际减贫理论的先进思想，创新发展了经济发展带动与综合保障并

重的“亲贫式”减贫理论，有效地解决了经济增长无法惠及最底层贫困人口的问题，探索出了最符合中国农

村现实的“减贫智慧”；第二，减贫理念上，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减贫理念和根本宗旨，形成了百年减

贫奇迹的主要思想理念牵引；第三，制度保障上，得益于中国正确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为战胜贫困提供了

坚实的制度保障；第四，减贫机制上，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入，减贫模式从政府主导逐步转变到了“政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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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多方联动的减贫机制，在有力发挥中国政治优势的同时，充分利用了市场机制和社会团体带动减

贫，形成了多主体参与的减贫合力。为此，本文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能战胜农村贫困，并非简单依赖

于农村发展带动的减贫，其本质在于选择了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构建了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

进的减贫理论、减贫理念与减贫机制，这些要素并非单独起作用而是互为补充，在探索中不断形成、发展与

创新，形成了“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减贫理论体系。

（一）减贫理论：创新发展了中国特色的减贫理论

正如上部分论述所言，中国特色减贫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重大创新，也是党领导人

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成果。中国特色减贫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

基础上，吸收与融合了传统减贫理论的先进思想，创新了经济发展带动与综合保障并重的“亲贫式”减贫理

论，有效地解决了经济增长无法惠及最底层贫困人口的问题，探索出了最符合中国农村现实的“减贫智

慧”。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可知，认识与实践是辩证统一关系。理论源于实践，理论创新则源于实践探

索，又作用于实践探索，指导人们从事新的实践活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经得起考验磨砺，领导人民战

胜农村贫困，关键就在于时刻根据时代变化不断实现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统一，从而构建了具有开创性

的中国特色减贫理论。

中国特色减贫理论丰富与拓新了国际反贫困的理论与经验。西方国家的减贫理论认为，通过经济增长

对穷人的“涓滴效应”是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认为解决贫困主要依靠社会经济发展，哪怕没有社会政策干

预，经济增长的利益也会通过市场机制自动流向贫困人口阶层。然而，这一理论并不能解释西方发达国家

存在“富裕中的贫困”问题，且自由市场秩序下的经济发展，不但没有提供消除绝对贫困的有效方案，反而带

来贫富的两级分化。并且，对贫困人口相关的福利政策，也因为西方国家多个政党间的分歧与争议，减贫政

策往往流于表面、难以为继。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主要依靠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援助，但限于本国政府资源分

配与政治动员能力有限，且减贫政策没能有效促进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减贫效果欠佳，使部分贫困人口

陷入了长期的贫困陷阱之中。国际上的反贫困理论主要注重要素禀赋、对人赋权、多维福利保障等反贫困

思想，强调通过经济增长中的“涓滴效应”减少贫困。但现实中，经济增长中资源或利益的流向具有“亲资

本”或“亲富人”的效应，且对穷人的“涓滴”作用十分缓慢。中国特色减贫理论不仅汲取了国际减贫理论中

的人力资本积累、多维贫困理论和对穷人赋权等理论精华，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为指导，融合了马克思主

义贫困论、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精髓，实现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亲贫式”发展。为此，中国减贫

实践从注重物质资本的投入，发展到向人力资本倾斜，再过渡到综合的精准扶贫，这一过程中的减贫模式不

仅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与综合保障的共同作用，而且是对市场机制减贫理论缺陷的重要弥补与完善，有效

地缓解了经济发展利益不能惠及最低收入群体的难题，极大地丰富了国际反贫困理论与经验。

（二）减贫理念：始终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党领导人民战胜农村贫困的实践探索，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执政理念和根本宗旨，创新建

立起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减贫思想体系。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解决并彻底消除贫困，但当前中国还处在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因社会发展和物质资料缺乏导致的贫困问题具有阶段性特征。中国共产党从满足人民群众

当前利益出发，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基础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强调以人民的切身

利益为中心，这才是党领导人民战胜农村贫困的内在原因。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贫困思想为理论基石，结合对中国社会的探索与发现，逐步建立起了依靠人民群

众、团结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等“以人民为中心”的反贫困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减贫发展，不仅需要

变革生产关系，还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发展生产力是消除贫困的关键。在如何消除贫困的问题上，毛泽东同

志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是消除贫困问题的坚定领导力量，全体人民群众是摆脱贫困的主导力量。毛泽东同志

在延安时期倡导的两个核心发展理念：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充分体现了动员群众自我脱贫和实现可持续

性发展的重要性。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在毛泽东同志共同富裕思想基础

中国战胜农村贫困的百年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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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张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发展的进程中消除贫困的思路，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的发展（郑

继承，2020）。“共同”是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的集中体现，“富裕”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共同富裕”使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富有了新的科学内涵。在先富带后富减贫思想指引下，实现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

目标，创新发展了从沿海地区到内陆地区的贫困治理格局。邓小平理论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经验的系统总结，其目的就是领导人民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其本质则是围绕“以人民为中心”而形成的

减贫理念。此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减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总体布局当中，把扶贫作为关心

群众疾苦和密切党群关系的一件大事来抓，从政治高度审视贫困问题。进入新世纪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基于马克思主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高度，探索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

减贫理念，描绘了不同阶段反贫困工作的新路径，赋予了各阶段消除贫困新内涵。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思想，既是历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人民为中

心”的减贫理念上的一脉相承，也是在农村减贫实践基础上认识的不断深化，成为了百年减贫奇迹的主要思

想牵引。习近平新时代的精准扶贫思想以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归宿，习近平指出：“在扶贫的路

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要切实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和解决问题。精准扶贫思想

将扶贫对象瞄准为贫困人口，既考虑了贫困人口当前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也兼顾了脱贫人口的未来发展

需求，并在帮扶过程中努力激发贫困人口可持续的内生动力，让贫困户由“让我脱贫”转变到“我要脱贫”，真

正解决扶贫“最后一公里”问题，充分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减贫理念。可见，历届中央领导人的减贫思

想中都强调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既是减贫思想与理论上的一脉相承，也是减贫理论与实践

探索的发展与创新，从而破解了锁困中国百年来的贫困密码。

（三）制度保障：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

由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可知，资本贪婪地占有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中的贫困根源。在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与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在封建制度下的中国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不

合理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必须从制度上消除造成农民贫困落后的根源。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始在

旧制度的变革上进行了初步探索，对农村土地进行改革，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消除贫困的根本制

度保障。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农村贫困的百年历程表明，消除贫困的根本原因并非在于经济增长，而在于

社会制度，这也正是中国社会制度优越性和党的先进性最集中的表现。有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保障，极

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增强了贫困人口脱贫的信心。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深化农村制度改革

和发挥党领导人民、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政治优势，激发了农村贫困人口内在的自我脱贫动力，增强

了贫困人口向贫困挑战的勇气和能力。中国成功的减贫经验表明，除了党的正确领导，最重要的原因在于

政府全方位的协调动员能力，最根本力量来自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

质的特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党中央不断深化对贫困的演进规律和扶贫治理规律的认识，制定了阶段性的

“救济式”、“开发式”、“精准扶贫”等系列减贫战略，确保扶贫工作从“解决温饱”、“巩固温饱”到“消除贫

困”，再到建成“全面高质量小康社会”目标的稳步实现，正确的社会制度选择是中国反贫困事业取得历史性

成就的根本政治保障。

社会主义制度是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的根本保障，是动员全社会力量

合力攻坚的制度基础。正如恩格斯在描述社会主义制度时指出：“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

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充分的自由”。在社会主义制

度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与时俱进、科学研判农村贫困发展动向，坚持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相结合，推动

专项扶贫、惠农政策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金融扶贫等多方力量相互结合、互为支撑的“大扶贫”新格局

（黄承伟、刘欣，2016），针对不同人群组织实施精准帮扶措施，为贫困人口直接参与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多就

业、创业的机会，从而实现了中国农村大规模高效率减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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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减贫机制：构建了“政府、市场与社会”多方联动的减贫机制

中国在战胜农村贫困的过程中，随着减贫对象从全国性的普遍贫困向区域贫困，再向贫困县或贫困村

的转变，扶贫工作任务呈现出了阶段性的变化特征，不断创新发展出了“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大扶贫格局。

在进入新世纪以前，农村减贫的方式主要以政府取代市场去配置扶贫资源。进入新世纪以后，强调了以市

场机制提升农村贫困群体的可行能力，以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作为农村减贫与发展的核心，更加注重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展形成了政府与市场良性发展的贫困治理格局。随着市场化改革

深入，农村减贫模式从政府主导转变到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再进一步转向了“政府、市场与社会”多方联动。

在“政府、市场和社会”联动减贫中，“政府”在农村减贫中的协调、组织和维持秩序方面具有优势。一是体现

在提供基础设施、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维护农村农业市场发展秩序，二是体现在政府强大的组织、动员和调配

资源的能力方面。“市场”具有扶贫资源配置优化和效率提升的优势，是“造血式”扶贫的主要作用渠道，能有

效培育脱贫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社会组织”具有渠道优势、专业化优势和技术带动的减贫优势，在全党

全社会参与脱贫攻坚的形势下，社会组织力量通过带动贫困人口生产技术、精细化帮扶贫困人口能力提升、

精准解决贫困人口发展中的现实问题，配合政府与市场实现最优的减贫成效。

在“政府、市场和社会”相互支撑的大扶贫格局中，政府在发挥引导扶贫资金向贫困地区有序转移、提供

公共基础设施、构建基本保障体系等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然而，中国成功的减贫虽与政府的主导能力

有关，但又不仅仅依赖于政府的主导能力。党领导人民战胜农村贫困的过程中，政府既发挥了帮扶贫困人

口的主导力量，起到了带动贫困地区的产业、生态养殖和旅游等系列市场发展，也激发了社会组织和贫困主

体自身参与扶贫的积极性，从而探索建立起了多套并行的减贫机制。主要可归纳为以下 4个方面：一是以民

政部为主制定的一系列有利于穷人或特殊困难群众的帮扶救助途径，这是政府职能发挥减贫效应的重要机

制。例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临时救助制度、残疾人救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五

保、低保制度等。二是国务院扶贫办针对区域性贫困的开发式扶贫，不断增加对农村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

力度，大量新修道路、水电、网络、生产灌溉等基础设施，确定了全新的投资方向，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的政府财政职能基础上，发挥了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减贫作用。政府为开发式扶贫战略提供协调、组织

和政治保障，开发式扶贫通过市场机制提高政府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增强扶贫资源的瞄准精准度，且通过重

新配置扶贫资源增强贫困地区个体的自我发展能力。三是通过经济增长和农村发展带动减贫，强调了农村

居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能力和机会，这是以市场为核心的减贫发展机制，有效破解了政府“撒胡椒面式”

的资源分配效率低下的难题。为了防止政府过度干预导致减贫效率下降，扶贫资源错配等问题出现，党和

国家逐渐重视和探索了市场机制配置扶贫资源的重要性，通过企业、引进技术、供给产品、提供服务等措施，

为贫困地区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帮助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四是习近平新时代的精准扶贫。精准扶贫思

想立足于农村的具体问题、经验与智慧，调动了扶贫主体的积极性，拓宽了社会扶贫渠道和强化社会组织参

与的减贫合力。社会组织通常具有相关领域的专业性，可以有效弥补农村地区市场失灵问题，也可以通过

多元化的资源渠道，链接政府和社会公众关切的问题，弥补政府职能有限、经济增长和农村发展中无法惠及

最底层贫困人口的不足，有效耦合了政府与市场在减贫实践中的关系。

四、结语与展望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是中国特色减贫理论形成的思想基础、理论基础和制度基础，“以人民为中心”

的共同富裕思想始终贯穿中国特色减贫理论体系之中。回顾中国农村近百年减贫的历史轨迹，不难发现中

国减贫模式取得的成功，是市场与政府相互配合、理论与实践相互融合、理念与机制相互契合的必然结果。

用西方国家经济增长带动减贫的观点研究中国减贫奇迹，无法窥探中国农村减贫逻辑的全貌。中国减贫奇

迹的发生，首先是建立在正确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的，并得益于后期市场化改革带动经济增长，减

少了普遍贫困问题。但是，在强调农村市场化改革带动减贫作用时，绝不能否定和忽视党和政府在扶贫实

中国战胜农村贫困的百年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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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总览全局、协调各方资源和全方位动员群众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政治优势。

并且，党领导人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形成了“政府、市场与社会”多主体参与的联动减贫机制。减贫理论上，

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基础上，吸收与融合了国际减贫理论的先进思想，创新发展了经济发展带

动与综合保障并重的“亲贫式”减贫理论，从而构建了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理论、理念、制度和机制”的

“四位一体”综合性减贫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农村贫困的百年实践探索，积累了大量有益的

减贫经验，形成了值得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借鉴的“中国智慧”。然而，由于发展中国家往往

具有经济发展落后、贫富差距较大、贫困人口较多且集中的典型特征，且不同国家间面临的社会制度和社会

文化还存有差异，所以中国特色减贫理论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治贫良方，不同国家还需结合自身社

会发展特征吸收借鉴，这样才能发挥出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的真正意义和作用。

中国曾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百年减贫实践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消除绝对贫困的伟

大创举，这注定会载入人类发展的史册。“脱贫不是终点，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永不停歇”，消除贫困和追

求更加美好的生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消除了现有标准下的绝对贫困，并不意味着中国已

完全实现了共同富裕，也并不意味着中国消灭了所有贫困问题。消除绝对贫困后，中国的贫困问题发生了

根本性转变，从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巩固温饱、全面小康，向同时着力缓解城市与农村居民福利贫困、

相对贫困等贫困治理方向转变。在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进程中，低收入人口因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相对

收入或多维福利差距将会成为反贫困工作的重点，此时的扶贫工作将从减少绝对贫困转向治理相对贫困或

改善多维福利的全新阶段。

因此，本文认为，第一，消除绝对贫困的“四位一体”综合性减贫理论体系仍适合于相对贫困治理，相对

贫困治理需更加注重“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多方联动发展，激发低收入人口谋求发展的内生动力，并且进一

步完善低收入人口在教育、健康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发展机制。第二，在新发展格局下，党和政府在开展相对

贫困治理的同时，还需注重低收入人口的多维福利和消费问题。多维福利贫困的治理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

程，不仅需要强调治理成效，还需统筹考虑治理成本和低收入家庭生活状况，注重脱贫质量的可持续性，实

现贫困治理常态化发展。第三，结合新时代新发展格局，需进一步优化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治理贫困的模

式，加大对低收入人口“志智双扶”的力度，提升低收入人口在减贫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激发低收入群体参

与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为此政府可以出台有利于激励低收入群体自力更生能力培育的辅助性政策。第四，

在消除绝对贫困过程中，社会组织扶贫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依靠政府和市场力量不能完全解决的问

题，今后还需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扶贫的优势。第五，精准扶贫高效的行政动员能力和“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不仅只运用于农村的减贫工作中，而且将其纳入了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战略构想

中，广泛运用于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这一点可以从新冠肺炎抗疫中得以充分体现。这意味着，精准扶贫思

想不仅可以运用于农村的减贫实践，而且可以用于国家所面对的各项紧急事件的治理中。此外，中国的减

贫成就，加速了全球减贫的进程，创造了丰富的减贫经验，形成了中国走向现代化强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有机统一体，为全球减贫理论贡献了原创性的中国智慧，用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

制度能够消除绝对贫困的制度优势。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收入分配与现代财政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注释

①习近平：《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 12月 29日、30日），载《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

版社，2015年，第 15页。

②三无人员指传统上所指的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无法定扶养人或法定扶养人无抚养能力的居民。

③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了到 2030年时，在全世界所有人口中消除每天生活费不到 1.9美元的极端贫困目标（联

合国官方网站，主题“United Nations，2015，Transforming Our Word：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详见：https：//sdgs.
un.org/2030agenda）。

④2014年 7月 7日，习近平在出席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周年时的讲话语录，详见网址：http：//cpc.people.com.cn/n1/2019/0707/
c164113-312180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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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5年，第 2卷，第 305页。

⑥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第 49页。

⑦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 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第 76页。

⑧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1949-1978）》，国家统计局内部资料，1979年，第 358页和第 363页。

⑨“五保”供养制度指：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

⑩数据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UNDP项目组：《经济发展、改革与政策》第一卷下，第 870页，经作者整理测算获得。

⑪贫困人口数和贫困标准按照 1978年标准计算，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20）》，经作者整理获得。

⑫温家宝 2001年 5月 24日在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于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扶

贫（1978-2001）》，内部印行，2014年，第 637页。

⑬国务院：《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载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汇编》（第十六卷），中国法治

出版社，2005年，第 491页。

⑭“四减免”：减免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农业税和屠宰税；“四补贴”：提供粮食直补、综合直补、粮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

⑮“两不愁”：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

⑯《习近平在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强调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到 2020年如期

脱贫》，《人民日报》，2015年 6月 20日第 2版。

⑰“四个问题”：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五个一批”：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

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六个精准”：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

效精准。

⑱刘永富：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新拓展新成就，《人民日报》，2017年 9月 4日第 7版。

⑲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 449页。

⑳“返销粮”措施是指，针对不同地区粮食供给差异，政府有计划的每年以规定价格调拨一定的粮食销售给部分粮食不能自给地

区的制度。

《邓小平文选》第 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中国：90年代的扶贫战略》，高鸿宾、张一明、叶光庆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

《邓小平文选》（第 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 229页和 256页。

《邓小平文选》（第 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 135页。

《列宁全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 3页。

《毛泽东选集》（第 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 196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 313页。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 1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翻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 11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 570页。

这段话引自 2019年 9月 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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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Century of 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Eliminating Rural Poverty

Yang Canming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Innovation and Talent Base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ublic Finance,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Summary: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farmers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80% of the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become the main object of poverty governance. By 2020, China has
eliminated absolute poverty, became the country with the largest poverty reduction population in the world and com⁃
pleted the poverty reduction goal set by the UN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dvance. This paper in⁃
terprets ideological origin of the theory of overcoming rural poverty led by the CPC, and its global significance in pov⁃
erty reduction.

The rural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five stag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1) From 1921
to 1948, driven by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 of "seeking happiness for the people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Chinese nation", China overthrew the feudal system which had exploited, oppressed and enslaved the people for a
long time; (2) From 1949 to 1978, the Party led Chinese people to establish the socialist system, and adopted the re⁃
lief phas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o ensure the basic survival of the poor people; (3) From 1979 to 2000, driven by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Party led people to carry out a series of reforms in rural areas, such as the househol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and development orien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which has effectively solving the
food and clothing problem of the poor. (4) From 2001 to 2011,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opening up,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mplemented the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with the core of market orientation to foster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mpetus of the poor people; (5) From 2012 to 2020,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implemented a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TPAS) focusing on increasing the income and improv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welfare of
the poor in education, medical care, health, housing and other aspects. The TPAS has put forward a variety of pover⁃
ty alleviation measures, including spiritual and edu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nnovating the "blood-forming" pov⁃
erty alleviation model through industry, finance and inhospitable areas.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ies of each development stage are in the same line of thought and theory. In the per⁃
spective of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CPC, they are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poverty reduction theory,
which adopt to the major strategic needs of China. First, China absorbs and integrates the advanced theories of inter⁃
national poverty reduction, and develops the "pro-poverty" theory, which benefit to the poorest. Second, we always
take "people-centered" as the concept and fundamental purpose, forming the main ideological pull of the centurial
miracle of poverty reduction. Third, based on the Marxist theory of poverty, the CPC overturned the feudal land sys⁃
tem, which removed the root of poverty and provided a soli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in rural China. Fourth, China's de⁃
velopment has formed a multi-party poverty reduction mechanism, "the government, the market and society", which
built up a synergy in poverty reduction. The "four-in-one" theoretical system of poverty reduction with Chinese char⁃
acteristics do not play a role alone, but complement and develop with each other, and a globally significant wisdom
of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was formed, which proved the institutional superiority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in eliminat⁃
ing absolute poverty.

Keywords: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ru⁃
ral poverty; effect of poverty reducti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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